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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政策具有科学理性和情感关怀双向价值，情感空间意味着在政策制定、贯行中突破单一向度的理性崇拜，重新

思考政策生产路径中“人”的价值，对政策与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剖析。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空间主要围绕三个层面来

架构：第一，理性和情感的互证为空间之基；第二，主体性的回归为空间之核；第三，他者的入场为空间之限。由此，学前教育政

策基于“情”与“理”的平衡，承认学前教育场域中人、事、境等一切存在的价值性和可能性，寻求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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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al Policy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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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policy has the two-way value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care. Emotional space means that
the rational worship of single dimension is broken through in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the value of“human”in policy pro⁃
duction path is reconsidere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s deeply analyzed. The emotional spa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olicy is mainly constructed at three levels: First，the mutual identific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emo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space; Second，the return of subjectivity is the core of space; Third，the admission of the“other”is the range of space. There⁃
fore，based on the balance of“emotion”and“rationality”，preschool education recognizes the value and possibility of all the existence
of human，event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and seeks to obtain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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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文创办世界上第一所学前社会教育机

构——幼儿学校，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化学前教

育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就我

国而言，政策在学前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

导向、决策、监管作用。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下学

前教育在规模、结构、管理、质量等方面发展非

常显著。2010年全国幼儿园园所合计有15.04

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56.6%；到2020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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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幼儿园园所数量达到29.17万所，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达 85.2%，近十年幼儿园数量增长了

97.47%，毛入园率提高了28.6%。可见，我国的

学前教育政策对于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

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问题缘起

（一）学前教育政策的目的追寻

纵观教育政策发展及研究的历史，关于政

策目的的讨论和寻求不曾休止，基于政策学、

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能够得到不尽相

同的关于政策目的答案。但回归到教育场域

之中，教育政策的核心宗旨是对教育目的的回

应。斯宾塞（Edmund Spenser）将教育作为“未来

完满生活的准备”，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重

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且强调通过教育将“知

识与生活实践联系”［1］。杜威（John Dewey）指出

教育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本身并无目的”，但教

育中的人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的；因此，教育

的目的随着教育中人的变化而变化，因不同儿

童及其经验的差别而不同［2］。当代西方学者比

斯塔（Gert Biesta）将教育的功能归纳为“资格

化”、“社会化”、“主体化”，其中资格化指向个

体知识和技能的获得，社会化意味着个体向既

有社会秩序的融入，而主体化则是个体在秩序

之外的存在方式［3］。以上观点都指出了对教育

目的的理解和把握。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

的奠基阶段，其资格化和社会化功能主要体现

在对儿童生理健康、认知、行为习惯等方面的

规范、引导；其主体化功能主要在于对儿童“自

知”“自主”“自觉”的启蒙。由此，学前教育政

策获得了保障学前教育功能实现的目的。

学前教育政策天然地具有教育的功能，但又

不局限于对教育功能的简单复刻。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界定为“政府选择做或者不做的事

情”［4］。可见，学前教育政策并非教育的内在自适

过程，而是由政府主导地对于学前教育中各种关

系的规范和调节。换言之，学前教育政策关涉政

府对学前教育目的以及学前教育中多重关系的

理解，并基于相应的理解预设了一定的学前教育

政策目标。由此，学前教育政策目的的再思是理

顺学前教育发展脉络的必要前提。

（二）实践困局中的政策自反

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在取得量的增长的同时，

也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的难题，如优质学前教育资

源的均衡配置、教师队伍建设、学前教育质量评

价等。这些难题的出现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状

况密不可分，就学前教育本身而言，缘于学前教

育长期以来的积弱。学前教育作为人生早期发

展阶段，并非是最早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

阶段，对学前教育的研究和实践都较其他阶段的

教育相对滞后。当前学前教育政策面临着改变

学前教育积困及引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

重责任。首先，我国学前教育依然存在发展不充

分、不均衡的现实困境。城市幼儿园在办园条

件、理念、课程、师资结构等方面都显著优于农村

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城乡发展失衡，一来是由我

国历史发展中城乡二元区隔的社会格局所致，二

来是由于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的数量和结构性

短缺。对于师资问题，仅仅依靠财政支持并不能

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诱发其他问题，因此，学前

教育政策需要打破既有的“补偿思路”，寻求新的

破困之理。其次，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挑

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中提出了“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

目标。关于“质量”的内涵解读及实践路径探析

是学前教育政策亟待解决的新任务。韦卡特

（LawrenceSchweinhart）从发展适宜性课程、教师

准入与培训、师幼比、学校与家庭和社区的伙伴

关系等方面架构了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指标体

系［5］。在引介或重新厘定质量标准之前，更为重

要的是确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内核”。学前教育

质量的核心要义是“儿童的发展”，这必然要求政

策不断深化对儿童的理解，强化对每一个儿童发

展的有效支持，保障每一位儿童发展的权利和自

由。这些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不可能依循既有的

政策逻辑来消除，多维探讨学前教育政策既是政

策体系优化的理性诉求，更是突破学前教育发展

困境的必然取向。

二、学前教育政策情感转向的表征

“好的学前教育”是一种强调在差异和多元

世界中为个体的主体化创设空间。基于这一

“好”的立场，学前教育政策必然面临着由依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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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性主导，以标准化为表征的政策惯性，逐渐

转向对非理性的存在及表达的关注，即情感维度

的引入。

（一）作为差异存在的情感空间

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转向体现在学前教育

政策对“差异”的承认，即政策对个体、群体作为

差异化存在的接纳与支持，对一致性、标准化的

适宜性的反观。

首先，学前教育政策承认教育中作为差异化

存在的个体的诉求。邓恩（William Dunn）总结了

政策制定过程的八个阶段：议程建立、政策形成、

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价、政策调整、政策

延续、政策终结，每个阶段相连接，形成一个完整

的政策周期［6］。政策科学强调问题和对策的公共

性、科学性，即在诸多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现实问

题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紧迫性和解决可能性的

问题会被确定为政策问题，正式进入政策议程。

学前教育政策也遵循政策生产的轨迹，在政策的

各个环节都受到公共性的考察，即政策是否最大

程度的关注到了共性的问题和诉求，是否有利于

问题的解决、效益的最大化。然而，公共性的寻

求与回应同时也存在着掩蔽其他个性化需求的

可能性，这种情况在个体化需求与大众需求存在

资源冲突时尤为突显。由此，学前教育政策的情

感转向势必要处理好政策公共性与个体关怀之

间的复杂关系。学前教育政策的公共性不仅仅

是解决学前教育的短期发展困境，更重要的是为

学前教育全面、均衡的发展规划图景，提供个体

表达诉求的空间。

此外，学前教育中真正在表达诉求的往往

是成人，包括家长、教师、园长、早教机构的经营

者等，儿童依然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学前教

育的功能是为学龄前儿童发展提供支持，但基

于成人视角而提供的支持与儿童真切感受到

的，或者儿童真实需要的支持并不一定等同。

学前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也是对儿童作为学前

教育核心参与者的现实样态和发展诉求的承认

过程。儿童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仅仅从“儿童”作为类存在去理解，必然背离儿

童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对于儿童的理解要

将儿童置于具体的情境和关系之中。诚如曲米

（Bernard Tschumi）所认为的“只有在空间和事件

当中才能实现主体的入场”［7］49，即要在一定的空

间，以及具体的事件中去对待个体，如此才是真

正的使儿童回归到学前教育的主体地位。1981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对幼儿园教育目标

的规定是“向幼儿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

育，使其身心健康活泼成长，为小学打好基

础”。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学前教育并未获

得独立的价值认同，而幼儿也并未获得教育对

象之外的实质性的主体身份。2001年《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总则中明确指出“幼儿

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

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城乡各类幼儿

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

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从“为小学打好

基础”转变为“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这

一表述的变化实质体现了对幼儿发展的差异化

目标。将小学入学准备作为外在依据显然缺乏

对儿童个体发展的观照；而以“一生发展”作为

目标则承认了儿童发展的多元可能性。

其次，学前教育政策审视差异空间。列斐伏

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差异空间”的概念，是

一种“乌托邦”的空间，他将之描述为“充满了各

种瞬间、对阵、友谊、节日、休息、安静、欣喜、爱、

感官声色，还有着理解、谜语、未知、已知、奋斗和

游戏”的“极乐的空间”［8］。在列斐伏尔看来，差异

空间包含着一切美好的可能性，且这种美好是情

感主宰的。汉娜·阿伦特并没有延续差异空间来

呈现“人”，抑或教育的情感价值，而从行动的角

度论证了人的差异性。她认为，正是由于人彼此

之间存在着差异才构成了行动的必要性，人需要

通过言语和行动来让自己得到理解［9］。因此，学

前教育政策的情感转向意味着对个体言说和行

动的支持和保障。较长时期以来，公众关于儿童

的理解都依从于知识水平、理性水平的标准，将

儿童视作幼稚的、未成熟的人。由此，儿童通常

被排除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在空间上儿童受

困在一定的安全空间之中，在情感上被赋予对不

成熟、幼稚的同情和关爱。《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将“鼓励儿童参与。尊重儿童主

体地位，鼓励和支持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

生活，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作为基

本原则，将儿童带入社会生活实践，承认儿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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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等的社会主体的权利。

（二）作为与他者共在的情感空间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批判人本主义

将人看作一个合乎人的本质的普遍的人，主体

性被类群中的个体的对象化所禁锢，故不可能

显现真正的“独特性”。要摆脱人本主义的固

弊，只能让“他者”入场，而只有独特性才是绝对

的他者，这种独特性不是他者的主观臆想，它唯

有在“爱”中才富有意义。列维纳斯将这种“爱”

界定为个体的同胞之爱，连同个体原初的权利

都是独一无二、不证自明的，他者性就根植于这

种独特性之中［10］。学前教育政策问题的确认、

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合法化、政策贯行、政

策评估等各个政策环节都涉及到多元群体，涉

及到不同文化、阶层、家庭构成等带来的多元利

益诉求。由此，学前教育政策必然不是某一个

单一个体或某类群体的情感和权利表达，而是

在与无数他者的共同在场中，谋求个体的自明、

自证、价值实现，他者性贯穿于学前教育政策的

整个过程。

第一，学前教育政策是个体与他者的沟通

场。政策与权利和价值密切相关，是政策制定主

体为社会制定的共同秩序［11］，并通过相应的制度

来实现权威和价值的配置。如此，政策根本上是

追求一致性和统一性的，但并这不意味着与他者

共在空间的消亡。政策需要在一致性中为他者

的存在预置空间，为个体价值的诉求与他者价值

的表达架构对话之基。阿伦特指出，主体性是在

人际互动中实现的，为了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必

须要为他者接受，在相互接纳中，个体和他者才

能真正获得主体性。从世界各国学前教育发展

的历史经验及我国的基本国情考察，全能型政府

并不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适宜路径。在学前

教育发展中单一依靠政府经费投入和规范管理

并不能带来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将家庭

和社会同时纳入到学前教育事业推进工作中才

有可能打破现实的发展瓶颈，带来质量的提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指出“建立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

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这一政策规定为

学前教育多元主体的参与提供了对话的平台，是

共谋学前教育发展、达成共同愿景，形成发展合

力的重要前提。

第二，学前教育政策提供主体性寻求的合法

化路径。自18世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发现儿童到艾伦·凯（Ellen Key）预言“儿童的世

纪”的到来，20世纪是儿童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奋

斗史［12］，是儿童获得主体价值的基础。就我国的

学前教育政策演进历程而言，学前教育政策价值

取向从偏重儿童外在价值转向对儿童全面和谐

发展的个体价值的倡导。全面和谐发展的儿童

价值是人本主义关于儿童价值的体现，但从比斯

塔关于人本主义超越的论据来看，这一儿童价值

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儿童主体性价值的认同。儿

童主体性的实现有赖于对儿童多元价值的承认，

因此，学前教育政策势必要重申儿童发展的价值

表达，为儿童的主体性寻求提供合法化的路径。

学前教育政策的根本职能在于为学前教育发展

指明基本方向，而不是规定儿童发展的统一指

标。学龄前儿童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

面发展是之于整个人生发展历程而言的，具有奠

基意义，因此，应该强调其基础性、形成性，弱化

其结果的意义。

（三）作为实践场域存在的情感空间

理性主义将理性与感性割裂，并将感性作为

主观的形式而排除在实践范畴之外。直到马克

思，感性才真正获得了作为实践的肯定。马克思

提出“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其依据在于人

的存在具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三方

面的感性需要，而这三重需要的满足有赖于实

践，分别对应人的思想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

以及革命实践活动［13］。学前教育政策基于一定

的儿童观、教育观来指导和规范学前教育实践，

对儿童和教育中人的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诠释是

学前教育政策的应然取向。

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人首要的感性实践，

学前教育政策为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创设物

质环境。学前教育政策通过明确学前教育机构

设置、管理的基本要求，持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等规定，保障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基于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

实困境，不断加大薄弱地区的学前教育经费投

入，支持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

社会交往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手段，亦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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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重要特征。学前教育政策在对学前教

育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规范化限定的同

时，建构了学前教育作为漫长人生教育历程之

基础的尺度。《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

指出，“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

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并

提出了幼儿人际交往的目标——愿意与人交

往、能与同伴友好相处等。这些社会交往发展

目标的设定符合幼儿认知、行为和社会情感的

一般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思想、观念、文化

等精神形态的缔造者，儿童时代是成人精神世界

的源头［14］，儿童不仅创造了儿童文化，甚至奠定

了成人的精神形态。学前教育政策为儿童的精

神成长提供支持，同时，维持并发展作为精神源

泉的儿童期的价值。

三、学前教育政策情感空间的架构

政策天然是理性和情感“共谋”的结果，反

思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维度，并非是对政策理

性的抛弃，而是在理性中预留情感等非理性要

素发生和表达的可能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

空间架构需要以理性和情感的重新界定为基

底，以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为核心旨归，以准予他

者入场为限域。

（一）理性和情感的互证为空间之基

关于情感和理性关系的讨论是伦理学、政

治学的重要议题，既是教育政策生产的价值依

据，亦是教育政策实践的方法论。纵览哲学、政

治学的思想演进，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关系始终

是一个核心议题。柏拉图将理念看作本体，亚

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进而理性被置

于伦理学体系的中心地位。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人的欲望分为自然欲望、理性意欲和

感性意欲，情感便是感性意欲的被动潜能，是有

分理性的，且服从于理性。理性对情感的支配

作用体现在“理性可以改变情感的一般形式，理

性还可以选择、激励自己认为适宜的情感”。与

此同时，情感也会对理性和意志产生影响，从而

改变人的外在行为［15］。阿奎纳对情感的理解仍

然没有超越理性的绝对主导，在他看来，只有理

性化才是情感的应然归宿。近代的“理性主义

之父”笛卡尔将理性作为至善的政治理念，奠定

了现代政治秩序中理性的支配地位［16］。康德认

为人的认识始于感性，经由知性，最终达成最高

阶段的认识——理性的认识［17］。政治学关于理

性与情感的界定也对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影

响，在政策科学发展进程中，科学理性成为政策

“合理性”的重要判断依据，统领政策生产及政

策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

就学前教育政策的理性与感性关系而言，

学前教育政策所关注的理性与情感的边界不

是聚焦于形而上的关于谁为本体的讨论，而是

在反观实践中如何践行学前教育政策“合理

性”的问题。割裂或明晰的界分都非学前教育

政策的必然取向，唯有以“合理性”为准绳，将

感性和理性并置于儿童发展及实践问题解决

才是学前教育政策的应有之意。学前教育政

策合理性包含政策之理，以及人之理。首先，

政策的本质是基于威权的资源配置。学前教

育政策必然要遵循政策的一般逻辑，即政策通

过对学前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达成政

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发展。资源的配置始终

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我国的学前教育

资源历经整体短缺，到普惠性资源不足，再到

当前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几个不同

阶段，逐渐达成基本的政策共识，即以供给侧

改革为抓手，解决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困境。

其次，政策目的最终指向于人，人的情感、价值

诉求是学前教育政策生产的源动力。政策是

通过对人、物或事件的规范、管理以实现人的

整体繁荣，因此，政策以反映、实现人的诉求为

目的。学前教育政策是不同群体、不同状态下

人的情感诉求的表达机制。学前教育政策将

儿童发展与家庭、幼儿园、社会、政治、文化等

的整体发展相结合，让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在学

前教育发展中获得情感和价值的充分表达与

诉诸。

（二）主体性的回归为空间之核

理性给了人成为有意识的主体的自由，但这

并不意味着主体性是由主体的理性思考所发现

的，诚如尼采、福柯对康德的质疑——主体性是

由“那些超越理性控制的力量和过程建构

的”［7］124。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人的发展，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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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情感空间是人的主体性回归的过程，是突

破单一理性之维，为学前教育中“人”获得自知、

自觉、自主的内核所在。

首先，学龄前儿童的主体性唤醒。自卢梭发

现儿童，历经艾伦·凯“儿童的世纪”，时至现今，

儿童及童年期的价值已毋庸赘证。学前教育作

为儿童发展的奠基阶段，承担着养育儿童健康的

体魄，保护儿童天性，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

责任。学前教育政策一方面具有导向和调控的

功能，即保证整体的学前教育始终围绕作为类存

在的儿童的现实发展目标而展开，并针对学前教

育过程中的不适宜性实践予以规范和调整；另一

方面，学前教育政策为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学前儿

童提供生长空间。马克思通过需要、劳动和享受

三个概念来定义完整的人，需要是人对非自我的

有用性的需求，劳动指人获得或创造达成需求的

工具，而享受指将自身与所需求的外在物的合

一。简言之，人通过建立与外部存在的联系回归

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18］。学前教育的过程是

个体探索自我与外部规约之间关系的起始阶段，

理应包含人的主体性实践的完整历程。学前教

育政策要以儿童主体性的获得为目标，保证儿童

发展各个环节具有自主自持的主动性，而不至于

被强加于他的环境、游戏、活动及评价所裹挟。

以幼儿园课程建设为例，在园本课程、课程园本

化等概念推动下，有的幼儿园在不断调整课程架

构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心的偏移，由支持儿童的生

长向新的学前教育概念的架构倾斜，背离了学前

教育的实践性要求。学前教育政策应该充分发

挥其督导的职能，规范办园行为，让儿童回归到

学前教育的中心。

其次，学前教育者的主体性挖掘。学前教育

中的教育者指学前教育机构中的教师、保育员，

同时，在广泛意义上也包括家长和其他社会成

员。2012年教育部出台《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明确了幼儿园教师工作的基本准则，为

幼儿园教师的准入、考核提供了政策依据。2020

年9月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征集公众意见。2021年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

（草案）》进行审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明

确了未成年人教育中的家庭责任，以及国家支持

和社会协同的具体要求。可见，我国的学前教育

政策体系逐渐完善，学前教育发展规范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然而，在制度化之下，学前教育中

“人”的价值、情感需求的支持系统架构应该得到

政策的关注。学前教育之于儿童而言，是其发展

的必经阶段及重要路径；之于学前教育者而言，

是社会实践的内容。作为社会实践的学前教育，

本身也包含着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寻求的内涵。

学前教育者的主体性的挖掘不是将儿童的发展

与教育者个体的诉求对立，而是指系统地架构更

为有效的，具有支持性的条件，保障教育者作为

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

（三）他者的入场为空间之限

传统的存在论强调“同一”，即通过中间项和

中立项去除他者的他异性，进而使“他者还原为

同一”。对此，列维纳斯寻求一种新的自我与他

者的关系，一种“他异性的并非排异性的社会关

联”［19］。学前教育政策空间之于学前教育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创设准予他者在场，帮助学

前教育中的主体在与他者的共在中重塑自我。

学前教育政策的他者入场其核心要旨是在

规范化进程中如何“去标准化”。我国的学前教

育实践从“乱象丛生”到规范化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然而在学前教育规范化进程中，也面临着

学前教育标准化的危机。一是将学前教育质量

简单理解为符合一定的标准或模式，将好的学前

教育理解为对典型范式的照搬，或新的概念的引

入。当前幼儿园教育标准化不是指在基本法制

维度下的办园行为规范，而是指在幼儿园教育内

容选择、组织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趋同性，如近

些年项目活动在学前教育领域掀起了热潮，诸多

幼儿园不甘落后，在原先的活动方案中加入“项

目化方案”或“项目活动”，但其实质是新瓶装旧

酒，只有形式的标准化，没有真正的教育内容和

方式的革新。学前教育的他者入场并不是强调

新的理论和概念的使用，在学前教育中掀起求新

求异之风，而是在于摆脱内隐于学前教育指导、

评价的统一标准，给学前教育发展以更大的自我

评价和自主空间。二是学前教育标准的泛

化［20］。科学化导向的儿童发展势必追求可量化，

学前教育中的各类评价量表层出不穷，在很大程

度上涵盖了学前教育的各个要素、环节，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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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本身的发展适宜性及评价结果的应用缺乏

有效的论证和追踪。当下很多幼儿园在尝试创

生园本化的幼儿游戏评价量表，目的是为了形成

幼儿发展评价报告，但关于儿童发展的维度及量

表的适宜性不做充分的论证。因此，学前教育政

策在引领规范化办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目标

导向下，需加强对学前教育中各项标准制定和施

用的规范，防止机械地标准化。

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空间是将情感维度引

入到科学理性主导的政策视阈，重新厘定“好的

学前教育”这一规范性问题，明晰学前教育政策

对于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的价值与可能

性。架构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空间是一项开放

性、过程性工程，有赖于学前教育多元主体深化

对学前教育本身的认识，以及对政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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